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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是探索客观世界获取科学知识的活动，科普则是传播普及科学知识的过程，科研和科普是植物园重要的两种功能。本文以英国皇家邱植物园和爱丁堡植物园为例，阐述科研与科普的有效结合，能极大地促进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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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bination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Facilitates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 Case Studies from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and Royal Botanic Gardens, Edin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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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research is the activity of exploring the natural world for scientific knowledge.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is the activity of spread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Botanical Garden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can comb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together.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es and public educations at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and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Edinburgh in UK. Both botanical gardens effectively combine research and popularization and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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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科研）是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从事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认识客观世界，探索客观真理的活动过程。科学普及（科普）就是让公众尽快、尽可能地理解科研创新的成果，使科研创新真正进入社会，成为大众的财富，成为全社会的力量。科学研究是社会知识产生的源头，科学普及是社会知识扩散和应用的实现过程[1]。如果说科学研究是在“做科学”，那么科学普及就是在“说科学”，没有科研，科普就成了无米之炊；没有科普，科研也难以为继。两者的有效结合可以极大地促进公民科学素养的提高，从而支撑科研的发展。在信息爆炸时代，重大公共政策包括重大科技战略决策的科学化与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植物园是搜集和栽培大量植物并展示模拟自然景观，供科学研究、物种保育、科学普及和资源开发的场所[2]。植物园的工作既包括科研，又包含科普，在做好科研工作的同时，如何把植物园科研成果及工作进展及时准确、生动形象地展示给公众, 提高全社会的科学素养, 是植物园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以英国的皇家邱植物园（1759年建立，简称邱园）和皇家爱丁堡植物园（1670年建立，简称爱丁堡园）为例，阐述科研与科普的有效结合更有利于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1、 两个植物园简介
欧洲是世界植物园的起源地，英国的皇家邱植物园和皇家爱丁堡植物园，早期都是从药用植物园逐步发展起来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以分类学研究为中心的、综合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3]。这两个世界知名的植物园，在物种收集保育、园林园艺、科学研究、科学传播和植物资源利用方面既有共通点，又各具特色。

1.1 植物种类丰富
国外著名植物园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收集丰富园区植物种类。经过几百年持续收集，两园保存植物和标本数量丰富、门类齐全。邱园收集的植物种类最多，拥有近34000种类群，涵盖近4900属，14000种植物；标本馆馆藏标本量700余万份，作为新种发表凭证的模式标本约25万份[4]。爱丁堡园保存了近15000种类群，其中有约500种来自中国，是世界上除中国外保存中国植物最多的植物园；标本馆馆藏标本300余万份[5]。虽然这些收藏还在不断增加，但是短期内变化不大。
1.2 园区设计体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两大植物园的园貌都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植物种类丰富多样，园区景色令人流连忘返。按照植物相同的特质类型（种类、科属、生态习性、观赏特性、利用价值等）设置了不同的专类园，以便于开展科学研究、物种收集和科普展示。

植物是园林设计的要素之一。两大植物园都充分运用了植物具有生命这一特征，结合地形、水体和建筑物等要素，进行空间塑造和造园立意[6]。爱丁堡园将植物所传达的意境运用得恰到好处，如中国小山丘里面重点收集种植了许多中国植物，园内设计有中国特色的园林小径，假山瀑布和溪流，溪流底部的池塘边还建有中国传统的亭子，一进园区仿佛穿越到了中国。园区建设“师法自然”，植物布置模拟森林生境并按海拔高度从低到高种植，山脚是阔叶林，上去是针叶林，近山顶是杜鹃灌丛，再上去是高海拔的高山植物和草甸。
1.3 科研实力雄厚
科学研究是植物园发展的原动力。邱园和爱丁堡园都有科学研究部，科研实力雄厚，在世界上有非常高的声誉。前者在植物系统分类学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后者在生物多样性和园艺研究等方面见长。

2009-2013年间，邱园和爱丁堡园共发表了1538篇论文，其中邱园科学家于2009年发表在林奈学会植物学杂志上的一篇关于被子植物系统发育分类（APG III系统）的文章被引用次数为1195次。h系数分别48和31，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两大植物园非常深远的学术影响力。两大植物园完成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植物志书，包括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植物志《东非热带植物志》、《圭亚那植物志》、《苏格兰本土植物志》等，他们还参与《中国植物志》（英文版）的编写。
表1  2009-2013年两大植物园论文引用情况*
	
	邱园
	爱丁堡园

	发表论文
	1110
	428

	平均引用次数
	11.83
	10.95

	单篇最高引用次数
	1195
	447

	h-index
	48
	31


      *数据来自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研究成果只是衡量植物园科研实力的一个方面，全面完整的数据库系统和收集保育平台也是植物园综合科研实力的体现。邱园拥有的数据库系统是世界领先的，涵盖了活植物数据库、植物标本数据库、真菌数据库、千年种子库，植物DNA条形码等数据库系统。2007年爱丁堡园开始收集迁地栽培植物的各种信息，目前已经收集了3500种植物的信息，其中包括了57科130属的植物。
1.4 科普形式多样

科普教育是植物园肩负的任务之一。根据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的分类，有一类植物园就是以科普教育为主的类型[7]。初期，许多植物园主要是为了传授植物学知识而建立的。通过对种植在园地中植物的研究，既可进一步探索科学知识，又可培养植物科学方面的人才，教学相长。园艺学教育和培训是植物园的一项重要功能，世界各地许多负责公园或植物园管理的人员都在植物园接受过培训。除了传统的教育计划，植物园正日益把注意力转移到公众身上。两大植物园设立青少年园艺活动中心，专门接待中小学生的学习参观；定期组织有关植物的学术报告会，花卉展览，如：以季节特点为主题的活动、以不同系列的花命名的活动等；建立网页、成立植物电子信息中心，帮助公众快速了解某一植物的信息；建立虚拟的数字植物园，通过互动知识热点在实景三维空间中展示植物园优美的园林，和谐的自然环境，实现指尖上的植物园，使公众通过畅游虚拟世界中的奇观，体会和感知大自然，在愉快中获得植物与生态学科学知识；借助媒体的力量，拍摄科普短片，通过国家电视台播放宣传；出版刊物，免费开放图书馆；开设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时间长短的课程或培训班，适应不同人群的求知需求，提高居民对植物保护和利用的兴趣。所有这些多样化的科普手段，其目的都是传播环境知识和环境意识，使公众认识到保护植物的迫切需要[8,9,10]。
2、 两个植物园科研与科普结合的特点
2.1 科研项目实施过程明确科学传播的任务

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之一，英国将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与普及作为重要战略任务，纳入国家创新政策与创新体系构建当中，并要求各类国家级科研计划应有科学传播目标和工作内容。国家层面的科学传播工作由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进行整体规划，并逐渐明确和丰富政府责任 [11]。在评审科研项目和资金的申请要求中，增加与所申请科研项目相关的科普活动设计；在科研成果验收评估中，增加对相关科普活动的评估，并将之作为科研项目研究结题的考核内容之一。
在国家科普需求的驱动下，英国的两大植物园都将科学普及作为部署的科研项目目标之一。英国皇家邱植物园正在执行的“呼吸星球”计划中，将科普教育作为七大战略之一列入其中，旨在全世界范围内宣传和传递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最终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该计划中提到了保护植物原生地和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等策略，其实施需要公众的参与，通过科普教育促进本地居民构建自身的教育和文化体系，提高公众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2.2 科研设施建设兼顾科普活动的实施
两大植物园在科研设施建设上，注重将科学的内涵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既体现科研设施的功能性，又体现艺术性和趣味性，拉近公众与科学的距离，提高公众对于风景园林的认识。
专类园是植物园在科研活动中用于物种驯化和保育的基地，同时也是科普活动的主要场所。植物园的教学人员会在专类园中完成植物学知识的现场教学，方便公众结合实物了解该物种的相关知识，如：通过植物标牌认识该物种的中文名、学名、科名、产地与用途等知识，教授该物种叶、花、果等形态特征的知识，指导公众观察植物的生境和生活习性。邱园修建的Treetop Walkway（林冠通道），高于地面15米，穿梭在各种高大乔木的树梢之间。科研人员可在Treetop Walkway上观察乔木的开花结果等生理现象。该环道也向游客开放，环道两边的护栏上安装了几十个铜牌，用于介绍和宣传植物的小知识；Treetop Walkway附近有一棵被解剖的树木标本，展示了乔木的内部“生理结构”。植物园中的每一项设施都与科普密切相关。
邱园于2000年发起了“千年种子库”计划，旨在保存全世界10%种子植物的种子，以应对未来不可预测的生态环境恶化。该计划自实施以来得到了来自54个国家120个合作伙伴的支持，种子库截止2013年已经保存了世界各地26000多种植物的种子。其中采自中国的种子登记有 247 份，分布在 52 科 139 属，共有 232 种，大多数是中国的特有种[12]。在种子库中，种子的挑选、清洗、包装、干燥和低温密封储存等一系列的步骤都必须遵守严密的实验流程，确保保存的种子都能具有较高的萌发率。种子干燥和低温密封储存后寿命可持续近200年。依托种子库，邱园的科学家也从事种子生物学研究。种子库的实验室全部用玻璃幕墙间隔，方便游客透过玻璃看到工作人员清选、包装、干燥种子的过程，实现保育-科研-公众教育三结合。低温密封储藏室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低碳环保和安全性，储藏室位于地下室，位置隐蔽，同时有利于维持低温，具有抗震和抗核弹的能力。千年种子库为种子的保育提供一流的设施，为科研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设施本身也处处体现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科普内涵。
2.3 科研项目完成后科普内容的挖掘

科研成果的科普化，有利于成果的应用、推广，有利于新知识的传播，扩大社会影响。科普传播在广度上要求扩大科普的受众范围；在深度上，要求对成果内涵的进行挖掘，包括成果对思维方式、认识观念等社会精神层面的影响 [13]。

两大植物园每年都会制作年历，将当年植物园中研究做得最好且有一定科普价值（如珍稀濒危植物、重要经济价值的植物）的某科或属植物作为年历的主角，精选各种照片，从植物分类学、形态解剖学、植物生态学等方面配以科普化的解说，让公众在使用年历的过程中了解这些植物。邱园和爱丁堡园通过与BBC进行合作，制作科普短片或电视专题片在电视台播放，通过影像的方式传播科学知识，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展现给公众。上述均为植物园展示年度工作和传播新知识所开展的科普工作。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植物园对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植物园更重视的是通过传递植物学知识，充分调动公众的自我意识，最终实现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措施表现为开设不同类型和阶段课程以适应科普受众人群的多样化和年轻化特点，扩展科普信息传递渠道，科普活动的多样化，定期创造科学家与公众“面对面”的机会等。
2.4 科研人员热衷于从事科普工作

科普工作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科学家在长期实验经验中总结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他们参与公众交流，把一些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传递给公众，将极大地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科学家在与不同专业背景的科研人员交流中，突破思维限制，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深入和促进学科交叉。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所说“科学家应主动承担科普教育任务”。
在欧洲，政府提供的研究经费来自纳税人，因此只有让纳税人多了解科研的意义，才能保证科研活动得到稳定支持。这是欧洲科研人员重视科普传播工作的直接原因。两大植物园的科学家们积极参与年度科普活动，到各种类型的科普培训班授课，与当地的学校素质教育相结合，共同育人。英国政府还通过举办各种科学家科学传播培训班，培养科学家与媒体合作，用媒体语言讲述自己的研究领域的成果以及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14]。
3、 我国植物园科研与科普结合现状及问题
改革开放、经济实力的增强促进了我国植物园的建设和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地政府更加重视植物园的建设，中国现有160多个各种类型的植物园，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经过“十五”和“十一五”的快速发展，各地植物园建设和完善了一批科普展馆和橱窗，组建了一支专业的科普宣传队伍，开发了各种形式的科普网站，出版了种类繁多的科普书籍，树立了一些科普旅游的品牌。尽管科普取得长足进展，但是与邱园和爱丁堡园相比，我们国家的差距还非常大。

这种差距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的。首先是我国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植物学、生态学、园林园艺学、建筑设计学、美学等相关的学科缺乏深厚的积累。植物园建设是一门综合的学科。我国对植物园建设的综合研究严重缺乏，导致植物园造园水平低，与普通公园差别不大。我国需要加强这个领域的研究。其次，植物园内部缺乏专业人才，也缺乏与科研部门的结合。深圳仙湖植物园是一个特例，该园虽然发展历史短暂，由于与中国科学院科研力量紧密合作，引进人才，现在建园、科普、物种保育收集等方面在全国名列前茅。

在国家政策层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科普与科研结合的重要性，但是，落实程度还有待加强。目前我国科研项目体系中没有设置科普传播专项，科研项目执行后，后续的科普活动得不到稳定的经费支持；主体的三大科技计划项目也没有科学普及任务的要求，科研成果不能及时公开共享。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了科普专项，要求科普项目的申报必须依托在研的国家基金项目，旨在向全社会普及和传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及其研究成果，通过科普项目的宣传使全社会进一步了解科学基金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思想。自2011年起，国家基金科普经费增至每年500万元，资助大约20个项目[15]。经费量仅为国家基金委经费总量的千分之一，资助范围也比较狭窄，对促进科研与科普的结合和发展可谓杯水车薪。2014年，国家基金委取消了科普项目。
对于具体的科研成果、科学工程的普及，各地还没有给予重视。科研项目进展和成果仅限于科技管理部门和少数专家能够查阅，公众获取最新科研信息的渠道有限。2013年开始，我国科技部正式采用科技报告制度，要求每一个科研项目完成后，所有描述科研活动的过程、进展和结果信息以科技报告的形式向社会开放共享。这是我国在科研项目完成后科学普及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实际上就是参考“千年种子库”建立的，但是公众知之甚少。目前该库的重点在植物资源种子的采集和保存以及相关研究平台的搭建，对外开放很少。应该通过这个平台，增加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种质资源重要性的认识。
植物园作为国家的科研机构，开展科普教育，使科研与科普有效结合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然而，大部分植物园的专类园注重景观维护，缺乏科学内涵，对于公众来说，其意义仅相当于公园。科普场馆设施老化，宣传橱窗、网站内容不能及时更新，采用的案例陈旧，缺乏吸引力；国内植物园通常只在科普活动周期间密集举办各种活动，注重短期规模效应，科普宣传千篇一律，对单位的最新科研成果科普化的挖掘不够深入。中国科学院明显已经意识到这点，于2013年成立了科学传播局，面向国内外开展院重要创新成果、科研进展的公众传播工作。
我国从事科普的人员很多，队伍很庞大，但都是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从事科普，科学家参与的程度较低。尽管国内很多植物园都配备了一支专业化的科普讲解队伍，仅靠科普工作人员来讲解和宣传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要求，科研力量的加入才能促进科普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科学家们往往专注于科研，没有积极性参与科普活动；认为科普工作层次低，不屑于做科普；尽管参与科普活动，但是所用语言过于专业，无法与公众交流，不知道怎么做科普。以上所列与科学家自身意识、社会认可和政府引导有密切关系。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措施，鼓励科学家积极参与科学普及活动。
4、 总结及建议
英国政府采取的科普与科研结合战略激发了英国公众的科研热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效，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创新国家建设的进程。英国两大植物园科研与科普的有效结合，非常好地普及了植物学、生态学、园艺学和环境保护知识，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公众对园林之美的认识，对提高英国国民科学素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借鉴两个植物园科研与科普有效结合的经验，我们希望从制度层面提出以下建议：

1) 在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中增加科研项目科普传播的目标和任务，落实相关政策和经费支持，科普传播纳入科研项目的考核范围，促使科学家将最新的科研成果与公众共享，从源头上推动科研与科普的结合。

2) 进一步推动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积极将科研、试验设施开发为优质科普资源，面向公众开放，深化公共场所展教功能。

3) 通过各地科协或社会组织，开设相关的科学家媒体培训课程，指导科学家开展科普宣传。

4) 政府要出台鼓励科学家参与科普工作的考核评估办法，调动广大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学家）的积极性，自发的通过撰写科普文章、公众演讲与对话、电视访谈、网络互动等多种形式向公众阐释自己研究的科技前沿。
5、 致谢
本文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葛学军研究员的多次修阅和帮助，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张吉老师协助提供数据，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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